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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民俗文化观念对造物设计的影响

——以徐州出土汉代造物设计为例
*1

王瑞芹

（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摘 要】: 造物是人类文明历程的重要足迹，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任何物的产生都不是无意义的，所有器

物的产生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或精神需要。汉代民俗思维方式使造物设计成为汉代文化精神内涵重要的物质

载体，汉代的造物制度、礼仪风俗、技术手段等因素，都深度影响着造物设计的发展，其造物活动与人、社会、自

然、技术等共存发展的价值观念有着现实意义和社会性普遍意义。因此，要想对汉代民俗造物设计进行深层次的研

究，就必须对汉代的民俗环境从人生价值观、伦理观、生态观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总结。这对于现代的造物设

计依然具有良性引导作用，可以启迪、激活我们的创新思维。汉代造物深厚、简约、和谐的审美观告诉我们，越是

朴素的、简约的、民间的，越能感染并带动人们对事物本质的深度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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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俗观念对造物的形态、技术及精神体现起着重要的作用，高丙中通过对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研究将民俗定位为：“民

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林林总总，其中只有那些体现着普遍模式的事象才是民俗。”
［1］

“民俗的主体把自己的

生命投入到既定的文化风俗所构成的活动。当活动呈现为民俗时，那些既定的文化因素必定呈现为某种稳定的结构，呈现为程

式，这就是民俗模式。”
［2］

这种民俗模式体现在造物中便是共知共识经验的一致性，或者说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是共同的，表现为

稳定的造物模式。民俗对造物的影响体现在如何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痕迹中表达造物的根源价值，从徐州出土的汉代造物看，

其深受民俗文化观念的影响，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生命永恒的社会风气影响

中国汉代造物体现了儒道合体的生命价值观。儒家的生命观多寄托了人们对子嗣昌荣的美好愿望。道家则把长生不老和升

仙理解为自身不灭的标志，《楚辞·惜誓》中有“朱雀神鸟，为我先导”的记载，我们在徐州等地的汉墓中发现的大量瑞兽、龙、

朱雀等造型，都象征着生死观念中升仙的理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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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地区自战国后期即为楚国疆域，受楚文化影响，民间好巫、尚鬼、崇仙之风盛行，也就在这种生命不息的社会风气之

中，徐州地区用画像石营造的墓室、祠堂等墓葬建筑物得以发展兴盛起来，这种风气为画像石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汉代

墓室的建造是对现实生活场景的模仿，其对“天堂”或对神仙境界的描绘都是现实世界的延伸，汉代的生死观念变得强烈起来，

从中央到地方、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应该说升天成为民众死后理想中的愿望，入地是理想中实现现实的途径，永恒是本质的

追求。升仙主题的造物活动是人们集体性追求的体现，这些现象普遍反映了汉代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环境，影响着俗世趋向于造

物用于厚葬的习俗，对死后生活世界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汉代徐州汉墓的陪葬品日趋生活化，显示出民俗巨大的渗透力和张力。

《后汉书·赵咨传》中有“人们攀比之心日盛，废事生而荣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的记载，从徐州低等墓葬中发掘的车马模

型也能体现出汉代普通百姓的一种厚葬攀比愿望。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中也有“生不能尽其爱，死以奢侈相高，虽无

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其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着于俗，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的记载。

厚葬之风的产物之一是明器造物，因无须考虑耐用的特点，所以明器造物在一些组合式技术上多为拼接，是缩小版的实物。

其在制作中有着一定的程序，模拟中会对现实之物进行取舍，这种言简意赅的风格体现着群众意识。明器技术远不如现实社会

使用的器物那么结实，造物工艺也不如现实中民间器具考究。从徐州汉墓发掘的大量明器造物中具有精确几何形的器物不多，

更多的是用作象征的意义，作为有代表性的符号，从而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为墓主人服务。在汉代墓室大量的鸡、鸭、猪、

狗等动物随葬品中可以感受到“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魂者，形之所附；形者，魂之所依”，正是这种形魂相依的观念应生了

阴宅里的造物设计。比如在徐州出土的汉代陶狗，其主要功能即是守护阴宅，镇妖辟邪，使主人在阴世得到平安，并求得神灵

保护。为了使人世间的灶火不灭，陶灶也成为汉代陪葬的重要器具，其造物价值亦是除了满足现实生存以外的精神需要。在徐

州西汉早期墓葬中就发现了陶灶的陪葬品，陶灶的设计以现实中的火灶为原型，烟道、灶膛设计合理，有的还可以同时放置两

口锅，这种统筹安排的设计有效地节省了柴草，徐州地区今天的乡下也常见类似灶具设计运用。

汉人对于恒久的追求还表现在对墓葬材料的注重。从汉代开始，石质材料大量在墓葬中使用，这是人们从物质上对石质材

料永恒性的认识。由于石质坚硬，更符合汉代人营造千秋之宅的信念。明器中木质造物就不多见，在徐州汉墓发掘的车马模型

中，木车早已腐朽。

永恒的生命观催生了汉代造物的象征性思维。寓意、象征的表现手法是民间、民俗特有的文化产物，多体现在执着于追求

幸福的生活，也以避邪、祈求平安为特征，或者说是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现实的憧憬。两汉时期，象征性的造物已完

全成为具有特定社会文化涵义的民俗符号。中国汉代的造物思想非常重视物的社会属性，工艺造物寓意丰富，往往借助形制体

量、尺寸色彩和纹饰来象征社会道德和意识。

从汉画像石上很容易就能看到汉代的象征性思维，这种思维体现在造物装饰上，便有了精神寓意与使用价值结合的儒家特

征，也暗示和促进了民俗造物世界的整体性和有序性。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瓦当造物都是在坚硬冰冷、没有生命的材料

上完成的，仅仅是小小的瓦当就寄予了众多的象征物，如：四神、翼虎、鸟兽、云纹、植物、昆虫以及各种非现实世界的仙界

形象。这也证明了我国汉代的工匠高超的艺术修养，赋予了砖瓦以生命活力和象征性。

二、世俗伦理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中，世俗伦理观影响并制约了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道德伦理成为规范社会人伦关系的一把尺子，通

过制度化渗透到民众的情感、信仰、观念的方式等各个方面。汉代的民俗造物既受儒教的礼制之限，又重人伦情感；既立足应

用标准，造物又得符合善与美的伦理规范和追求，这是传统社会民俗造物观的重要特点。

（一）礼制之限

《淮南子·说山训》：“人无理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守。”
［3］

《后汉书·光武帝纪》也有“法令不能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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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不能止”的记载，这种“在家则为孝，在国则为忠”的儒家礼制，规范了社会人际关系，把礼仪、名节信义、轻功利等观念

逐渐内化为一种纯朴的精神内核。汉代这种乐观、敦厚的精神状态也渗透到各种民俗造物活动之中，视造物为伦理上的教育感

化作用。这是礼—器—德的循环过程，通过“器”这一中心环节，将“礼”的思想观念物化为可视形态，在维护基本利益的基

础上，以期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目的。“它不仅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个体的利益，而且将体现‘社会关系’的普遍利益和维

护这种利益的社会意向纳入其中，蕴涵着重人际、珍人际、崇和谐的伦理道德观念。”
［4］

《周礼·考工记》中有“匠人营国”的表达，提出了依照尊卑地位营建建筑的礼制活动。礼制对技术活动的影响是把伦理

观念的设计思想放在首位，等级观念和科学的尺度设计结合在一起，这种设计思想影响了汉代器具设计的礼制化、规范化、模

式化。因场合、功能的不同体现世俗伦理，在造物装饰上也有精致程度的等级之分。《淮南子·齐俗训》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富

人则车舆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

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
［5］

这段话就明确地提出了“礼”的规定，

这种观念对民俗造物的选材、工艺、形制等有着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比如，古人历来追求“美食美器”，汉代所造食具、酒

具的质地与外形尺度的不同代表着身份与等级的不同，也就是说，礼制下的造物形制、尺度并不是取决于器物自身的设计，而

是取决于某种使用场合和物的拥有者。

祭祀是礼制下的产物之一，应运而生的便是祭祀之物，并根据场合的变化来决定造物的目的。祭祀之物多为一次性，不必

考虑贡品、道具的结实程度和食物是否合口。《淮南子》中对于该观念的解释为“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酒，沮之先生鱼，豆之

先泰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适于口腹，而先王贵之，先本而后末”
［6］
。这说明古人在祭祀仪式上，习惯使用草编的席垫、盛于

樽中的玄酒、放在俎上的生鱼、盛在盘中的肉汁，这些物品并不赏心悦目，更不合人胃口，但亡者、神灵看重它们，人们重视

的是祭祀这一主要形式。祭祀中的纸扎、草编等造物设计均属于一次性祭品，就祭祀的贡品而言，《淮南子》中对于“一次性”

物品都给出了评论：“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

壤土草蓟而已。夫有孰贵之！”
［7］

在这些物品的制作过程中消耗掉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使用完后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常常

是一把火烧掉，不能循环使用，《淮南子》认为其浪费资源的想法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先进的，在今天苏北、鲁南等地方依然沿袭

着这样的祭祀传统。

（二）寄情

传统儒学是汉文化的主干，其“发乎情，止乎礼”的伦理道德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物是情感的寄托，是

我们了解文化的基础，造物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情感风气语境的影响，在造物与社会生活的相互渗透中，人的情感因素在物化

中得到延伸。“既给予整个宇宙自然以温暖的、肯定的人的情爱性质，来支撑‘人活着’。从而，它不是抽象的思辨理性，不是

非理性的宗教盲从，而是理欲交融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是一首情感的诗篇”
［8］
。朱谦之这里提出了“唯情”的人生价值观，

提倡性善，认为人的一生以“复情”为奋斗目标，人们可以在情感的物化中以爱心的扩充来获得自我解放。

汉代造物中的情感体现在人与物的亲和性上。我们从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以看到，长者正襟危坐的姿态的确具有长者

的威严，这种“人是万物之灵”的重塑、重心理感情的造物理念，同时又具备实用功能的合理性，与世俗对于长者的心理认识

和造像的情感表达有着稳定性的特征，具有人与造物相亲和的色彩，而不是处于疏远、对抗的境地。造物艺术中的民间服饰、

泥玩、陶器、织绣等形式所呈现的内在心理情感因素则更是显而易见，制作者借自己的作品表达的是人们共通的情愫，在观赏、

使用的过程中产生和谐的情感共鸣。“在工艺技术上自觉不自觉地注重人与物的感情沟通，从而在作品中显示出很浓的人情味。

这是中国工艺造物中‘求善’特征的表现”
［9］
。民俗基础之上的造物活动更注重“形而下”的表达，汉代民俗造物与生活息息相

关，真正达到了以人为本、物为我用的设计理念，体现出农耕生活状态下普通民众的朴素情怀以及对环境的观照和精神上自我

满足感。“在生产力低下、民智愚昧、风习气氛浓厚的阶段，造物者的艺术情感往往偃伏在物质实用和精神救赎情感的羽翼之下。

生产力水平越发展，民智越是开明，风习氛围越淡薄，民俗造物的实用和精神救赎功能越衰减，造物者的无功利艺术情感也就

越能够彰显。但同时，造物也就会越来越脱离民俗的土壤，朝着肤浅化演变，最终取消其民俗性”
［10］

。在不同时代，生产方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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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着相应的社会语境，科学的进步使得造物活动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机械化，很难再有地域式的民俗，造物也就少有手工的温

度和蕴含在物上的情感寄托。

（三）娱乐

娱乐是情感表达的延伸与外化，汉代的礼乐范畴也被严格的造物设计制度所纳入。除统治阶级外，民间的普通百姓也受到

感染，并积极参与乐舞活动，使得雅乐在汉代一步步衰微，民间百戏盛行，因此带动了民间乐器的造物之工艺。汉代“遇事必

歌”“即兴起舞”之风遍于民间，充满世俗的生活情趣。《盐铁论·散不足》记载汉人“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击而

已。‘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
［11］

。就连民间丧葬等场合都有“歌舞俳优，连笑伎戏”

的记载，其葬礼的意义已不单单是为把逝者送入地下，目前在徐州当地依然有着聘请民间剧团唱大戏的丧葬习俗，以示喜丧。

桓宽《盐铁论》中有“椎牛击鼓，倡舞像”，汉高祖生于楚地，故而喜歌善舞，高祖过沛地时留下了“大风起兮云飞扬”的

千古绝唱，沛地自汉便流传有腰鼓、花鼓、建鼓、七盘鼓等百戏形式。从画像石中可以看到建鼓舞、长袖舞是汉代徐州地区最

多见的舞蹈形式，形象地再现了汉代悠远雄浑的乐风舞韵。刘邦喜爱舞蹈，《西京杂记》说：“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

拥夫人依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
［12］

在徐

州楚王墓出土的汉代乐舞陶俑中，均体现出长袖细腰的特点，舞姿生动大气，动态开张，尤其是建鼓舞动作幅度大，刚柔相济，

鼓舞设计巧妙结合。从汉代舞俑简约凝练的造型可以看出中国汉代造型艺术不以形似为目标，注重传神的审美特征。其古拙灵

动的外形，无多余的修饰，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舞者的身姿风貌，很好地诠释了“传神写意，气韵生动”的学说，也正合了《淮

南子》“谨毛而失”的语义。从徐州发掘的画像石百戏图中更能体会到汉代泱泱大国的激进以及彭城强盛、豪爽的民风。

徐州现在许多风俗节日都是在汉代形成的，延续至今。儒家学说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学说，徐州紧邻齐鲁，其舞俑形态具有

明显的儒家美学和谐的思想特征，长袖细腰在写实的基础上兼具道家升仙的梦想。

三、自然观影响

（一）致用为本

老子提出了“有器之用”，强调了造物的应用目的，这种思想贯穿于中国造物艺术发展的始终。到汉代，随着世俗文化的繁

荣，更强调器物的实用性，汉代王符就提出“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
［13］

的思想。民俗造物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基

本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的实用价值，因此其外在形态就具备了结构形式、功能、生态等之间的微妙关系。

汉代的徐州已有许多民间的造物小作坊，其服务对象都是普通民众，特点是廉价多产、省工省料，这决定了此类造物在制

作时不求精工细作。由于造物的实用性和民众使用的共通性，便形成了一种稳定守常的造物经验，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其形制

结构往往也是循环不变的。汉代工匠生活较富裕，社会地位有一定的提升，富裕的生活状况使得个别的工匠在注重创造技巧进

步的同时，更进一步追求富于个性艺术特质的创造性发挥。但由于民间的造物活动源于自然，与自然有着非对抗的关系，往往

追求的是造物结构、材质的坚实与耐久，醇厚的民风使造物朴素大方，汉代的民俗造物以直线和平缓的弧线为主，表现为方圆

浑成的大拙状态。老子在造物思想上追求“大象无形”的特征，无形实际上是一种完整性的体现，为追求功能需求而最小限度

地追求变化，以提炼、概括为大美之手法。

汉代民俗造物实际上具备了道家这种内省、含蓄而富有深刻意义的思想。从艺术的角度看，其手法上不追求满饰，这区别

于以审美为主的造物设计，而是追求一种大气的“虚无”之美，将其功能、内涵得到合理的延伸。古代民俗造物对于造物形态

的探求反映在对自然事物的模仿上，借助于物的造型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师法自然”是汉代人要遵循的基本规则。

造物是“观物取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对自然之“象”进行观察、提炼、创造，才能真正把握“万物之情”乃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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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内涵。仿生学的造物思想更能使人与社会和谐相处，造物应源于自然，回归自然，进而保持人、物、自然生态之间的平

衡稳定。

汉代的民俗造物因贴近现实、更富有生活气息，展现出质朴、简约、灵动的特色。经过生活、生产的不断积累和完善，民

间工匠们在造物经验的基础上，将“约定俗成”定为大体上一样的标样，这就是民俗造物的重要特征。

（二）顺应天然

“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所谓人者，偶差智故，曲巧伪诈，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

故牛岐蹄而戴角，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络马之口，穿盾之牛者，人也。”
［14］

淮南子的这番话告诉我们，天然是与生俱来的特

质，穿牛鼻子、套马笼头是人们以主观意志来改变自然因素。《庄子·天道》中有“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造物手段主张

无雕饰的朴素之美，以顺应自然规律，达到“大匠不雕”的天然之境。民俗造物大都是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再利

用，是顺应自然规律而满足自身造物需求的活动，所以汉代造物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生态伦理思想规范着技术思想，

既合乎‘人道’又符合‘天道’，保证了技术发展不会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15］

。孔子在《论语》中提及“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在这里，造物活动又可延展为人的道德行为，这就是人、技术与自然相融合的“天人合一”观念。

《淮南子·泰族训》中论述了造物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

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
［16］

造物与自然的和谐在

《淮南子》中既体现在造物活动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也体现在“物尽其用”上，以最大可能地实现循环利用。比如，徐州民间

自古就有用抛开的葫芦取水的习俗，无论是从天然的形制还是材质上都是自然的选择。葫芦质地轻便而坚硬，具有遇水而增强

韧性的特质，其形态更是便于取水操作，人们便不会也没有必要去凿玉石取水。汉代工匠在造物选材时，已经开始关注材质、

形态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运用“各尽其用”的观念，使造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既满足了功能需求，也在择优选材的基础上关注

了对于材料获取途径的考量，即昂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传统的民间民俗造物大都是利用自然资源制造民居、家具、器具等，

自然的条件与人的技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淮南子》中有“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
［17］

。

意思是说造物时应遵循材质客观的物质性表现，恰当地运用才能发挥物的最大功用性质。

汉代的民间已善于择木作为造物的基础材料。木”在中国阴阳学说里面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系统，中国自古就有尚木的情结，

木可以再生的生命体征和人类是相似的，所以木和人类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具有亲和力的隐喻结构，使得人们在长期的劳动生产

实践中产生了普遍性的认识。《诗经》中也有“其桐其椅”的诗句，充分显示了人与木较亲和的情结。民俗造物在选择木材的时

节上也是非常讲究的，择木“必以其时”，主张伐木的节气，在《周礼·考工记》中有“天有时，地有气”的记载。《礼记·月

令》中有“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由此可见，古时民间工匠的劳动时间是按照天时地气的规律而确定的，也表明了古

人朴实的自然观对生态规律的遵循。

顺应天然还体现在造物装饰上，汉代匠人将自然之物运用于器物表面装饰，赋予其一定的内涵，取自自然图形装饰是古人

对自然认识的深化，将这些自然形象图形化、符号化，设计上形成“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特点。民俗造物的审美情趣

朴素自然，用色单纯和谐，反映出了民众共同的信仰心理和本真的价值观，那就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等共生共荣

的和谐本体。

四、民俗造物对现代设计思维的启示

汉代社会风俗乐观的精神风貌使得汉代造物风格有着奔放、淳朴的特质。由于摆脱了奴隶制的束缚，世俗化的造物更具有

生活气息，在功能、造型、选材、内涵表达上都透着浑厚、大气、简约、和谐，并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现代造物设计的

经验也告诉我们，越是质朴的造物，越是具有开放性，看似粗犷的形制，却都融入了可以感染人的情绪来带动人们喜欢它。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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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民俗造物虽受到上层文化的影响，但保持了自身朴素的特点，无论是房屋宅舍、生活用具等，还是面具、灯彩、纸扎等，

都是物与精神的完美统一。

基于民俗文化观念的造物设计起着稳定社会伦理关系、协调生态环境等促进作用，造物过程包含了民众对自身及器物关系

的多重思考，赋予“物”情感的属性，这对我们今天的造物设计有着诸多启示。李泽厚先生认为，融合“物”本身的思维能力

和模式在内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正是一种民族智慧的体现。把造物与情操、人伦匹配，达成“有意味的形式”，寄托丰

富的文化底蕴，这成为现代设计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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